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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第18條之外的特區法的
形式探析*

馮澤華**

法的形式，是指法的具體的外部表現形態，即法由何種國家機關

制定或認可，具有何種表現形式。 1 易言之，一個特定區域能夠適用

的法所包含的類型範圍即是法的形式。《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

法》（以下徑稱《基本法》）均以第18條的形式明確規定了特別行政

區（下文徑稱特區）法的形式所包涵的範圍，即包涵《基本法》、附

件三所列的全國性法律、特區本土立法、緊急狀態的全國性法律。此

種以實在法明確規定特區法的形式所包涵的範圍業已成為通說，或成

為特區法實施的紅線。但當我們細緻體會《憲法》與《基本法》的立

法精神、原則，尤其是從體系解釋的角度解剖《憲法》《基本法》，

可以發現在特區適用的法還可包涵憲法、全國人大為特區制定的法

律、授權法。釐清特區法的形式，對指導特區公權機關、特區居民合

法合理適用法具有法治價值，亦有助於發揮各種形式的法建構中央與

特區和諧而生動關係的作用 ，進一步提升特區法治水平與國際競爭

力。由於傳統主流觀點已將《基本法》、附件三所列的全國性法律、

特區本土立法、緊急狀態的全國性法律2 等四種特區法的形式進行較

為深入的研究，本文不再班門弄斧，僅從憲法、全國人大為特區制定

的法律、授權法共三種特區法的形式進行探討，以為方家賜教。

* 本文係2014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港澳基本法實施的相關機制研究”(項目編號：
14ZDC031)的階段性成果。

**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1. 張文顯：《法理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94頁。

有些觀點將法的形式與法的淵源相混淆，將法的形式等同於法的淵源，實際上法的形

式從未然和已然、多元與統一等角度相區別與法的淵源，參見張文顯：《法理學》，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96頁。

2. 緊急狀態的全國性法律如何適用於特區，亦是一個極具創新性的研究命題，但與本文

所指向新的特區法的形式並非契合，筆者將另行撰文進行探討，當然學界亦有較為零

散的研究，參見張小帥：“論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區的實施—基於對《香港〈基本

法〉》第18條的分析”，《港澳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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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憲法

關於憲法能否適用於特區，以及如何適用於特區，學界業已進行

大量研究，相關成果日趨豐富，但囿於法理上的邏輯衝突，以及未能

釐清特區適用憲法所面臨的制度癥結，論證過程和研究結論往往存在

缺陷。探討憲法在特區的適用問題，必須先從法理上區分好“憲法效

力”與“憲法適用”這兩個重要的憲法學概念。 3 目前，學界關於前者

的主要觀點有兩種維度的思考：一方面，將憲法在特區的效力與適用

混為一談，此種維度的觀點可分為五種類型：第一，憲法不適用於港

澳說。4 此說乃部份香港學者在制定香港《基本法》時所主張的，他們

認為，只要內地與港澳存在社會制度差異，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就不

適用於港澳。《基本法》是特區制度唯一的憲制基礎。第二，憲法在

港澳“凍結五十年”說。5 此說亦乃部份學者在制定香港《基本法》時

所主張的，他們認為，由於“一國兩制”將會視情况實行50年，內地

與港澳存在社會制度差異，在這50年內，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就不適

用於港澳。第三，只有憲法第31條適用港澳說。6 此說乃不少香港學

者所主張，他們認為，由於中國憲法屬於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除了

憲法第31條能為特區的設立提供依據外，其他條款的效力無法直接作

用於港澳。同時，他們又進一步認為，《基本法》業已在港澳特區充

當“憲法”之角色，港澳地區的立法、行政、司法工作均直接受《基

本法》的制約。第四，憲法大部份條款7 適用港澳說。8 此乃學界的主

3. 亦有學者從憲法效力與憲法實施的角度來闡述憲法在特區的實施問題，關於這一論

證新角度仍有繼續探討的空間，參見郝鐵川：“中國憲法在香港特區的實施問題芻

議”，《江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

4. 焦洪昌主編：《港澳基本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6-27頁。

5. Yash Ghai, Hong Kong's New Consti tut ional Order: the Resump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and the Basic Law,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18-
219；焦洪昌、姚國建主編：《港澳基本法概論》，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23頁。

6. 周永坤：《法理學—全球視野》，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64頁；“｀違憲論´

是譚惠珠僭建？語意不詳須及早釐清”，《明報》“社評”，香港，2013年4月1日。

7. 該說需要與“只有憲法第31條適用港澳說”的觀點相區分，故需要用“大部份”的措

辭。

8. 蕭蔚雲：“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關係”，《北京大學學

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3期；焦洪昌、姚國建主編：《港澳基本法概論》，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3頁。



25

流觀點，如許崇德、姚國建等學者，他們認為，由於中國憲法屬於社

會主義性質的憲法，難以直接在港澳適用，但並不表明憲法不能對港

澳產生效力。無論港澳的設立，抑或《基本法》的制定，均須依據憲

法，這即是憲法適用於港澳的直接依據。囿於“一國兩制”，大量具

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條款不能適用於港澳地區，但並不表明其他非社會

主義性質的條款不能適用於港澳地區，如維護國家安全等條款，《基

本法》亦以立法明確港澳特區有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當憲

法部份條款與《基本法》的規定存在直接衝突時，港澳地區才優先適

用《基本法》。再者，憲法中涉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關於特區問題

的權力條款亦可直接適用於特區。此外，如計劃生育等具有特定歷史

時空的憲法條款則不適用於特區。第五，模糊地位說。 9 香港大學學者

戴耀廷、羅敏威認為，《憲法》第31條是《基本法》的源頭及憲制基

礎。《香港基本法》與我國《憲法》之間的關係不太明確。《香港基

本法》第11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區的所有制度均以《香港基本法》的規

定為依據。從此規定看，或可理解為在這些範圍以外，我國《憲法》

仍可適用，故我國《憲法》的法律地位仍未清晰。總的而言，現有研

究，正如鄒平學教授所言，沒有區分憲法效力與憲法適用兩個概念，

以至於帶來邏輯不嚴密的問題。10

另一方面，區分憲法在特區的效力與適用問題。11 此種維度的觀

點一般主張憲法不僅在特區具有最高和完全效力，更是能够在特區完

全適用。同時，這些學者開始主張憲法效力和憲法適用在特區的差異

性，如2011年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年會上，焦洪昌、葉强在《憲法在

特別行政區的效力》亦主張區分憲法在特區的效力和適用問題。 12 誠
然，憲法效力與憲法適用從內涵上確有不同，韓大元在其專著《憲法

9. 戴耀廷、羅敏威：《香港特區的法律制度》，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
年，第68–69頁。

10. 鄒平學：“憲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效力和適用研究述評”，《深圳大學學報（人文

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

11. 殷嘯虎：“論憲法在特別行政區的適用”，《法學》2010年第1期；夏引業：“憲法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適用”，《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15年第5期；梁美芬：《香港

基本法：從理論到實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125頁。

12. 焦洪昌、葉強：“憲法在特別行政區的效力”，《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2011年年

會論文集》（上冊），第522-5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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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基礎理論》中亦肯定了這一觀點。13 近年來，部份學者如殷嘯虎教

授、鄒平學教授，提出憲法完全適用於港澳特區的觀點，他們從抽象

適用憲法與具體適用憲法的角度來論證憲法亦是適用於港澳特區的。

從抽象適用方面，《基本法》係依據憲法制定的，其本身即對憲法的

適用；從具體適用方面，港澳可以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但不能反對

社會主義制度，亦不能脫離祖國，這即是對憲法中關於“一國兩制”

政策的具體落實。毋庸諱言，憲法效力與憲法適用是兩個不同法理概

念，憲法效力是指憲法對其所指向的人們的强制力或約束力，是從憲

法的對象、空間、時間三個維度的效力進行闡述的。憲法適用是指，

憲法適用是一定國家機關對憲法實施所進行的有目的的干預。 14 申而

論之，憲法在特區的效力必然異於憲法在特區的適用，前者基於憲法

的根本法、母法之性質，必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這種效力是及於特

區的，亦即憲法在特區全域擁有完全的效力；後者是因《基本法》

的實施後，囿於“一國兩制”原則而無法得到全面落實，在特定事項

上暫停適用，這種暫停適用是以港澳居民不反對相關憲法條款的前

提而言的，亦即港澳居民對這些憲法條款保持一種消極不反對的義務

即可，實際上，港澳居民仍然遵守了憲法的這些條款。新近，亦有學

者15 從憲法實施的理論角度解析憲法在特區的實施問題，值得肯定的

是，這是個極具生命力的學術創見，極大地豐富了憲法作為特區法的

形式的內涵，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無論學界是否承認憲法在特區的效力與適用的區別，香港司法實

踐業已開始了憲法司法化道路，丁磊淼案、華天輪案等案件便是明

證。王振民教授、孫成博士所撰寫的《香港法院適用中國憲法問題研

究》著重探討香港法院適用我國憲法來進行判決的起源、作用以及存

在的問題；16 夏引業博士的《憲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適用》指出香

港法院在部份涉及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問題上適用憲法，將以普通法的

13. 韓大元：《憲法學基礎理論》，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92-93頁。

14. 周葉中主編：《憲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59
頁。

15. 郝鐵川：“中國憲法在香港特區的實施問題芻議”，《江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2016年第5期。

16. 王振民、孫成：“香港法院適用中國憲法問題研究”，《政治與法律》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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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豐富憲法的內涵。17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對近年來香港法院不斷

適用憲法來進行裁判的行為並未提出任何質疑，這種默認的背後隱含

這一行為具有一定的正當性。再者，2014年國務院頒佈的白皮書著重

強調：憲法和基本法是特區憲制基礎。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法，在包

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範圍內具有最高法律地

位和最高法律效力。18 2017年10月18日，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發

佈的十九大報告亦指出：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嚴格依照

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這意味着

憲法可以適用於特區，極大地澄清了學界部份理論誤區。19

二、全國人大為特區制定的法律

根據兩部《基本法》第18條的規定，似乎未允許全國人大為特區

直接制定法律並適用於特區。然而，綜觀《基本法》第21條規定，均

明確港澳居民中的中國公民依法通過人大代表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

具體的辦法由全國人大制定。20 這意味着《基本法》第18條所列的特

區法的形式並未窮盡特區適用法律的範圍。在實踐中，全國人大已

根據該款規定制定了多部港澳特區全國人大代表的辦法。如2017年

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代表的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選舉第十三屆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辦法》相繼出台，為港澳居民中的中國公民依

法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提供法律依據。21 然而，這兩部法律並未列入

《基本法》附件三中，卻依法能够全面適用於特區，在特區能够產生

17. 夏引業：“憲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適用”，《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15年第5期。

1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

（2014年6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頁。

19. 限於篇幅與討論話題，本文將另文撰寫我國憲法如何具體地適用於特區。

20. 從文義解釋而言，《基本法》第21條可以分為兩部份，一是依法參與國家事務管理；

二是特區的全國人大代表由全國人大制定確定的名額和代表產生辦法。故此，筆者認

為不能說參與國家事務管理，具體辦法由全國人大制定。全國人大能制定的依據基本

法只有選舉全國人大代表。 
21. 參見王振民：“論回歸後全國性法律在特別行政區的實施”，《中國法律》2007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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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效力，這亦是法的形式之一，但其在實踐中常遭冷遇，以致於許多

港澳居民並不完全瞭解這兩部法律的核心精髓。毋庸諱言，港澳居民

對國家有相關訴求，可直接向特區的全國人大代表申訴，港澳區全國

人大代表可整合港澳居民的訴求後直接向中央反映這些訴求的焦點。

儘管在實踐中，這種傳達機制出現不同程度的問題，如港澳區全國人

大代表多為特區官員、上層社會人士，而廣大中下層港澳居民難以直

接進入這些國家事務管理管道。此外，由於港澳特區已有由港澳居民

直接選舉的立法會議員，多數議員積極為民服務，深得人心，故而多

數港澳居民並不直接找港澳區人大代表提出訴求，而多數向這些信任

的議員提出訴求，導致港澳區人大代表在港澳特區並未發揮傾聽選民

心聲、提高提案品質之實效。概言之，港澳區全國人大代表產生辦法

之所以備受冷落，根源於其宣傳力度不足、港澳區全國人大代表深入

港澳居民的力度亦不足，從而使這種人大代表傳達機制並未發揮應有

的實效，這亟需全國人 大常委會扭轉乾坤。

那麼，除了《基本法》明確規定港澳區全國人大代表產生辦法由

全國人大負責制定外，全國人大是否有權直接制定其他涉及港澳的法

律，然後將該法律直接適用於特區？答案是肯定的。根據《憲法》第

62條第13項，全國人大有權決定特區的設立及其制度，此處的“制

度”，應當理解為包括根本制度，亦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

等所有方面的基本制度共兩個層次制度，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根據

《憲法》第62條的邏輯，全國人大決定的是國家的根本制度、經濟、

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的基本事項，修正或者制定出的規範是

根本法（憲法）或基本法律，而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則由全國人大常

委會制定。其二，根據《立法法》第8條的邏輯，涉及的必須制定法律

的範圍包括國家主權事項、特別行政區制度、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經

濟制度、財政、海關等基本制度，由此觀之，全國人大制定包括特別

行政區制度在內的制度必然是國家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此外，由

於 全國人大是我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有權根據《憲法》《基本法》

制定涉及港澳的法律，並直接納入特區進行適用，這從法理上沒有任

何障礙，但為了避免全國人大隨意運用該權力，確保《基本法》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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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發生巨大變化22，《基本法》明確規定“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

中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而特區的多部立法亦多依

據《基本法》進行制定，這就意味着全國人大僅能對港澳自治事務以

外的事項進行立法。

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徵詢其所

屬的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可對列於本

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

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既然全國人大

可直接為特區制定全國性法律，那是否需要列入附件三中使其與在特區

實施的全國性法律履行同樣的法定程序？這就涉及到全國人大為特區直

接制定法律後，如何履行相應的制定、公佈以及適用程序。由於《基本

法》並沒有全國人大為特區直接制定法律後該如何操作的相關規定，而

從現行規範、法理上均可支援全國人大有此許可權，這就需要全面準確

理解《基本法》以獲得正確判斷。毋庸置疑，《基本法》規定的是全國

人大常委會可為特區增減附件三的法律，範圍限於國防、外交等非特區

自治範圍內的法律，該增設主體明確、立法權限明確，意在嚴格規範全

國人大常委會依法辦事。而全國人大並未列入該條款的規制範圍，故全

國人大並不受該條款的限制。因全國人大乃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既有權

決定增設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亦有權決定增設任何非特區自治範圍的

法律，既有權撤銷全國人大常委會為特區增設不恰當的全國性法律，又

有權依照法定程序直接修正附件三的相關法定程序。囿於全國人大並非

常設機關，每年真正執行最高國家權力的時間較短（會期較短），以及

列入附件三中的全國性法律都是一項深謀遠慮的法治工程，全國人大難

以直接替代全國人大常委會為特區增設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再者，因

為《基本法》並無全國人大增設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的具體程序，若要

直接按照現行法治框架下進行，涉嫌違反《基本法》。因此，全國人大

為特區制定的法律無須直接列入附件三，只需履行一般法律公佈生效的

22. 中央對港澳的政策是“50年不變”，然而，港澳作為世界都市，經濟日益繁榮，社會

生活中的制度仍可能在不斷變化中，50年完全不變是不可能的，這裡的不變，具體而

言即是社會制度沒有發生質的變化，在50年內仍然保持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而

小範圍的變動是允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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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即對特區產生效力，現行的港澳區全國人大代表產生的辦法亦正驗

證了這一點。

三、授權法

基於特區法律實施的現實，特區法的形式還包涵一種比較特殊的

形式—授權法。毋庸諱言，《基本法》本身即為授權法，而《基本

法》的整個條文體系同樣充滿了各種授權法的基礎。具體而言，《基

本法》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基本

法中“保持港澳的繁榮和穩定” 23 的立法精神而授權特區在內地特定

區域適用特區法的決定等授權法形式。這些授權法雖無《基本法》第

18條的直接規定，但可從《基本法》的整體框架獲得立法依據。

第一，《基本法》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如“8·31決

定”。24“8·31決定”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為香港特區制定的從2017年

起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普選產生的具體法律程序。在法理而言，“8·31

決定”即為典型的法律，必然具有法效力 25，這種法效力的基礎在於

1990年頒佈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中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產生辦法如需修改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這就意味着全國人大常委

會有權主導香港政改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亦即有權據此制定相應的

決定（法律）。再者，全國人大常委會享有《香港基本法》解釋權，

有權就《香港基本法》第45條普選產生行政長官進行立法解釋。而全

國人大常委會最終選擇以制定法律的形式來決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普

23. 《香港基本法》為“繁榮和穩定”，《澳門基本法》為“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但

這種細微的立法術語差異業已統一向“繁榮和穩定”轉變，如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

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

要求……“一國兩制”也是香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

24. 再如《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

定》《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

定》等，這些決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等同於單行立法，能夠直接適用於特區。

25. 孫成、鄒平學：“如何審視｀8·31決定´的若干法律問題”，《港澳研究》2015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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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產生。26 因此，香港政改亦必然只能依據該決定進行，而不能脫離

該決定而另走他道。一國兩制的特殊性在於特區許多政治體制問題，

並非只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決定即可，根據《基本法》的規定，最高

國家權力機關專門為特區政治體制改革的事項仍需特區立法機關根據

法定程序表決相關議案後才能真正實施。然而，這並不意味着最高國

家權力機關已為特區政改制定的法律無效，而是需要根據《基本法》

循序漸進地依法落實。簡言之，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行政長官、香

港立法會所制定的關於涉及香港政改文件都是獨立的一個環節，每個

環節都有獨立的法效力，最終整合成關於香港政改規範生效的法律規

範。正如香港高鐵“一地兩檢”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亦是一貫嚴格

遵守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辦事，從未試圖直接將內地的法律適用於香

港特區。一些反對派無故阻礙內地與香港的融合過程，終將會自食惡

果。而香港居民普遍支持“一地兩檢”，並不認為內地公權力强制延

伸至特區 27，正是有力驗證了反對派自欺欺人的想法。此外，1997年

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的《處理香港原有法律的決定》28，正是獲

得《香港基本法》第160條的授權而制定的法律，該部法律為香港原有

法律體系是否有法律效力、有法律效力的範圍等問題提供依據。而該

部法律亦並未列入附件三中卻仍然對香港特區產生法效力，再一次折

射出授權法的權威性、正當性。

第二，國務院為特區制定的規範，如《國務院關於澳門特別行政

區簡稱及在全國行政區劃中排列順序的通知》《國務院關於香港特別

行政區簡稱及在全國行政區劃中排列順序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域圖》《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區域圖》《國務院關於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同時升掛使用國旗區旗的規

定》等。這些國務院為特區制定的規範，屬於國務院依據《憲法》

《基本法》的立法精神進行制定的。儘管《基本法》並無直接的條

文授權國務院制定這系列規範適用於特區，但若國務院不制定這些規

26. 我國廣義上的法律包括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及其常設機關頒佈的類似法律性質的“決

定”。

27. 顧敏康：“｀一地兩檢´符合基本法原意”，《紫荊》2017年4月號，香港。

28. 相對於《處理香港原有法律的決定》是一項非典型的、廣義上的全國性法律，《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決定》雖為決定，但

其是合憲性判斷的決定，類似美國最高法院的違憲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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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將難以有效運作“一國兩制”，也難以對港澳進行全面管治權。

故而，國務院基於《憲法》第89條關於國務院職權的規定，以及《基

本法》關於中央對港澳管治的立法精神，依法、合理地明確一些能够

有效運作“一國兩制”的規範，如界定香港特區範圍，則須制定特區

的行政區域圖，如為了體現國家在香港的主權，則須對如何使用國旗

區旗進行規範，這也充分驗證了《憲法》除了第31條外，其他的條文

還能直接適用於特區。

第三，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授權，可以劃定特定區域以租賃的

方式給港澳特區使用，以更好地破解特區地狹人稠而阻礙社會發展之

癥結。目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授權香港特別行政

區對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實施管轄的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關於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對設在珠海橫琴島的澳門大學新校

區實施管轄的決定》等多部法律並未直接列入附件三，但卻對港澳特

區產生法律效力，這從一定程度上再次突破了《基本法》第18條之 規

定。無論深圳灣口岸，抑或橫琴島，原本地域並不屬於特區，所以從

文義解釋而言，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授權使用並未違反《基本法》第18
條之規定。港澳特區立法會根據全國人大的授權，分別制定了深圳灣

口岸、橫琴島法律適用的規範，由此將特區的法律直接適用於這些租

賃地。整個授權活動，可以說是極大地豐富了《基本法》的內涵，依

法保障了港澳特區的穩定與繁榮。值得肯定的是，香港反對派對這種

授權並未提出較大爭議。

第四，司法互助文件。能夠在特區適用的司法互助文件如《最高

人民法院關於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相互認可和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判決

的安排》《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民商事案件

相互委託提取證據的安排》等。按照《基本法》的規定，港澳特區可與

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

協助。這就為特區法院與內地法院的司法互助活動提供立法依據。前述

的各種司法互助文件，是為了建構內地與港澳司法合作平台而鋪墊的基

石，是最高人民法院與港澳特區平等協商的成品，對推動中國區際司法

合作、共同化解跨境法律糾紛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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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區域共同發展規範。從學理上而言，特區首長代表特區與

其他地區如廣東省政府簽署的關於特區發展的共同規範應可適用於特

區，如《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下文徑稱

《大灣區協議》）、C E PA。目前，由於C E PA囊括的經濟合作範圍

大，不僅囊括內地經濟核心問題，也有觸動港澳制度之趨勢，故而推

進與落實一直處於較為緩慢、陷入膠着狀態，泛珠三角合作也有類似

的原因致使合作效果一直不理想。2017年7月，國家發改委、廣東、

香港、澳門共四方在香港特區共同簽署了《大灣區協議》，這意味着

大灣區建設取得階段性成果，大灣區建設隨之全面啓動。將來要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勢必有一些新型的法的形式在大灣區實施，如大灣區

司法協助文件、大灣區環境治理合作文件、大灣區文化產業合作文件

等，若無區域共同發展規範的制定，區域共同發展便失去保駕護航的

利器。相對於CEPA等全國性協議而言，大灣區協議之落實將具有更多

的靈活性、便捷性，加之粵港澳長久的合作基礎將在吸收CEPA成敗經

驗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由於粵港澳三地仍屬不同的法律制度，加上

中央統籌大灣區法律制度，大灣區內的區域共同發展規範將如何更有

效地適用於三地將是一個嶄新的法律命題。

綜上，由於涉及不同問題的授權，香港反對派的態度截然相反，

根源於授權所產生的利益不盡一致。關於政改問題的授權，香港反對

派從中並未獲益，存在被進一步阻礙參與政治生活的可能，他們當然

會“奮力阻卻”，甚至所謂的“公民抗命”。 29 關於處理特區原有法

律問題的授權，由於該項授權是為特區公權機關、立法體系提供法律

依據，與香港反對派利益並無十分直接聯繫，故而沒有受到詰難。關

於授權用地問題，由於該項授權本身對港澳有巨大紅利，獲得了廣大

港澳居民的支持，反對者並無阻礙該項授權之正當理由。由此觀之，

授權本身容易因涉及政治體制問題而備受質疑，因此，被授權者立法

時需要謹慎處理授權立法工作。再者，從邏輯上而言，沒有列入附件

三的全國性法律卻又對特區產生效力的根源在於基本法無須將基本法

條文中關於中央行使基本法規定的職權、針對特區做出的決定、決

29. 戴耀廷：“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信報財經新聞》，香港，2013年1月16
日，第A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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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或者辦法列入附件三，一言概之，國家主權性質問題只能由憲法規

範，不能受作為下位法的《基本法》規範。30

四、結語

由於內地與港澳法律體系的不同，致使《基本法》融合多種形式

的法，這亦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法》第

18條規定所列明的特區法的形式主要是特區普遍適用的法的形式，而

憲法、全國人大為特區制定的法律、授權法在法律實踐中並非常見，

後者的數量遠低於前者，從而保障了特區法的形式能够貫徹落實“一

國兩制”的基本方針政策，避免方向偏離過遠。綜上各段所述，《基

本法》第18條的立法精神，源自於特區要履行高度自治權的需要，

在特區自治事務與中央管治事務間劃起一道防火牆。然而，基於中央

對港澳的全面管治權需要，《基本法》第18條並不能全面覆蓋高度

自治權與全面管治權的界限，這就需要中央根據港澳的實際情况，依

據《憲法》和《基本法》的立法精神，依法、合理制定出保障港澳繁

榮穩定的全國性法律。由於現有的附件三以外的全國性法律多為國家

主權、國防形式的規範居多，尤其是授益性立法31 亦不斷增加，故而

港澳各界人士並未過多對相關法律規範提出爭議，故而附件三外的全

國性法律將繼續遵循這一“有利於港澳繁榮穩定”的立法原則，避免

《基本法》第18條陷入架空局面。概言之，探討《基本法》第18條

規定以外的特區法的形式，有助於理解該法條為保障港澳特區實行高

度自治提供立法依據的緣由，亦有助於我們深入認知《基本法》的整

個框架以及“一國兩制”事業的艱辛歷程。隨着中央與特區嚴格依照

《憲法》《基本法》辦事，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澳特區亦隨之

保持繁榮與穩定。

30. 參見蔣朝陽：《澳門基本法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法治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2016年，第39頁。

31. 如為保證港澳居民中的中國公民能夠到內地參政議政，全國人大根據基本法規定，制

定港澳區全國人大代表的辦法；為緩解澳門用地緊張局面，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澳門

特別行政區對設在珠海橫琴島的澳門大學新校區實施管轄等等。


